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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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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

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本来不成其为问题，只是在人与灾害的关系（即“人

祸”与“天灾”）上，不同时期的说法有别。

年 月 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1961 5 31

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

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但

是， 年 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了所谓“黑暗风”之后，1962 8

“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直到 年以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一直成为这三年历1978

史的代名词。 年 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1981 6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

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

少奇 年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1961

但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来，根本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又不断出现，开

始成为辗转引证的热点。

例如，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 — 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利用气象专家1959 1961

编制的 — 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的 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1895 1979 120

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 — 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1959 1961

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 万人9000

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

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

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王维洛的《天问一一“三年自然灾害”》一文认为：“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

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

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

词。”“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 年至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1959 1961

以发现：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 年全国干燥度略大1959 1960

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 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 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1959 1961

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年到 年期间中国经历了1959 1961

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

本文无意于论证需要气象学家研究的问题，只想引用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1949

— 中国灾情报告》（以下简称《灾情报告》）中的史实进行说明。1995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灾害）灾害、洪水、地震

等， 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其中 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但从受1958 1954

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

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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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达 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 ％以上为成灾）面积 万公顷。其中成灾占受灾面4463 30 1373

积的 ． ％，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30 8

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 ． ％，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82 9

的影响十分严重。

年 — 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卑，影响 万公顷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1959 1 4 300

旱达 寸— 寸深，为历史罕见。 — 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 多万公顷农田受4 5 4 5 50

灾。与此相反，从 — 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 6

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 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200 3 6

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 月，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 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 ．6 8 7 821

万公顷，持续到 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 万公顷。 月下旬，2 8 2276 7

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 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 月，东南沿海200 7 9

遭到 次台风侵袭，最高达 级，使 万公顷农田受灾。5 12 120

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1959

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年，继 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1960 1959

面积达 万公顷，成灾面积 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 年来首位。主要灾害是北方为6546 2498 50

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年 — 月，从 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1960 1 9 1959

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 天一 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300 400

． 万公顷，成灾 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 ．2319 1 1420 1598 6

万公顷，成灾 ． 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 ％和 ． ％。流经山东、河南的808 5 68 9 56 9

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 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800

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地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 ． 万3812 46

公顷，是建国 年来最高记录。50

年 — 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 个月里台风登陆达 次，高1960 6 10 5 11

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长达 小时— 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台风10 20

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

林、黑龙江 省受灾面积达 ． 万公顷，直接死亡 余人。山东部分地区 多天内降11 993 3 5000 30

暴雨 次，平地积水 米— 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19 3 4

吉林等地 ． 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143 7

年 — 月、 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 个省区，受灾面积 ．1960 3 5 9 11 138

万公顷。 — 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 个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 ．1 3 9 21 392 26

万公顷。

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 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1960 1959

更大。另一个特点是早、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

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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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 万公顷，仅次于 年，为建1961 6175 1960

国 年来的第 位。成灾面积达 万公顷，为 年以前最高，其中 ／ 面积绝收（减产50 2 2883 1994 1 4

％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万，也超过了 年。80 16300 1960

从 年冬季持续到 年 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 万公顷的农田遭受大旱，1960 1961 3 1300 4

— 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 ． 万公顷，成灾6 3784 6

面积 ． 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 年最低水平又1865 4 1960

减产 ％，湖北省有 万公顷土地未能播种，河南省有 万公顷农田基本失收。 — 月，淮50 67 73 4 5

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地区有 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毁房屋 万间。375 504

年 — 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1961 4 6

灾，水淹 个县市城。 — 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10 7 8

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 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 ％，近 万公顷160 54 100

农田没有收成。到 月，灾区有 万公顷土地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 个村庄被水包9 60 3500

围， 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 ％。 月下旬至 月，东北局部地区遭280 4 9 7 8

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人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 万公顷农7

田绝收。

二、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三年经济困难”的最大损失，莫过于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粮食存量大减，致

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

总产量的比重）为 ． ％，大大高于全国 — 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 ． ％—13 26 1949 1969 1 6

． ％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因旱灾粮食损失平均3 3

． 亿公斤，相当 — 年均 ． 亿公斤的 ． 倍。但是，农村粮食存量的减117 7 1949 1959 33 97 3 46

少，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采用比较自然灾害程

度相似时期的办法，分析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粮食存量的变化。从图 中，我们可以看到，1

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 — 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1978 1959 1961

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 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1978

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

史上罕见的。 年全国受灾面积达 万公顷，成灾面积 万公顷，低于 、1978 5079 2180 1960 1961

年，高于 年。1959

第二，两个时期的经济决策相似，都出现了盲目的“跃进”运动。 年提出一个1978

“新的跃进”规划，要求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到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20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

先进水平。在当时情况下，这个规划是冒进的。

第三，两个时期都处于灾害的群发性时间段。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 — 年和1479 1691

年至今为干旱期，在后一个时间段中， — 年、 — 年、 — 年为1891 1920 1931 1959 1963 1972 1978

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6]

第四，两个时期的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相似，都属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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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来说， 年执行的仍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路线。1978

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 、 、1959 1960 1961

年分别比 年下降 ％、 ． ％、 ． ％， 年则比 年增长 ． ％（ 年产1958 11 28 3 26 25 1978 1977 7 8 1977

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建国以来最高的 ． 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 、3047 7 1959

、 年分别比 年下降 ． ％、 ％、 ． ％， 年则比 年增长 ．1960 1961 1958 14 5 25 25 9 1978 1977 9 8

％。此外，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剧增加，而 年则没有出现值得注意1978

的现象。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

响。

．“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1

年 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亿1958 8 1958 3000

公斤— 亿公斤，比 年增产 ％— ％。 年底，有关部门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3500 1957 60 90 1958

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 公斤，早已超过需要。4250 650

年 月 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 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1959 8 16 1958

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 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2500

经过后来核实的 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 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1958 2000

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

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 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3

年 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 ． 万个，参加吃饭的有 亿人，占人民公1960 1 391 9 4

社总人数的 ． ％，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 省市区达 ％以上。72 6 7 90

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 年 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1958 6

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 年达到 万人，比 年增加1960 5969 1957

万人，城镇人口 年达到 万人，比 年增加 万人 。全国农业劳动者2868 1960 13000 1957 3124 [11]

人数由 年的 万人急剧下降到 年的 万人，占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由 ．1957 19310 1958 15492 93 2

％下降到 ． ％。77 8

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 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1958

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 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3000

业。 年 月，谭震林向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1960 9

机和排灌机械有 ％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40

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 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 、 月份，全省参加10 4 5

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 ％，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这些都造成粮食48

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彭德怀回家乡调查时收到一位老红军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

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也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现

象。

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 年做出了次年减1958

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 万亩，比 年的 万亩下1959 174034 1958 19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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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了 ． ％，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 ． ％，小麦播种面积下降 ． ％。按照 年粮食亩9 1 9 1 8 5 1957

产计算，等于 年全国减少了 ． 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 ％。1959 169 5 l0

第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

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 年 月1959 1 27

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

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再如 月 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2 19

的调查报告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

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 年全1959

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 亿公斤和 ． 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674 41 6

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 ． 亿公斤和 ． 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 年相1960 510 5 26 5 1958

等。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方面的原因， 年 月，中苏关系破裂后，1960 7

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为了还债， 月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8 10

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这样，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

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河北省 年 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了饥饿导致的浮肿1959 1

病。到 月，已有 个村 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5 55 255

年的情况则不同，从 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 — 年1978 1977 1977 1983

年平均进口 ． 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 年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04 5 1978 12

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 年夏粮上市1979

起提高 ％，超购部分再加价 ％，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 年的20 50 1975

基础上并减少 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 ． ％。这些政策均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25 15 6

从表 可以清楚地看出： 、 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1 1959 1960

口，直到 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 — 年，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1961 1979 1982

和大量进口的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

年比 年增加 ％。1978 1960 48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 世纪 年20 50

代，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

础的 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70

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

单地从领导人的决策看。

．“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2

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因此对抗灾关注不够，反而继续要求“大跃

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 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做了1958

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程度低下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

度。 年 月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1958 4 7

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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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 月 日，毛泽东1959 4 17

在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

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 天内用飞机送到 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 月3 15 4

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 “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24

有此种气概。”但是，到了 月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由于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8

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自然灾害的

严重程度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 月 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8 1

“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像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

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

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 年 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1960 3

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

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 世纪 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20 60

． 亿元， 年代更少。0 61 50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

在具体部署上， 年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1966

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从 年1971

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

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 世纪 年20 70

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为 ． 亿元，相当于 世纪 年代年2 05 20 60

均的 倍以上。3

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1978

门各地区把救灾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

月，国家决定拿出 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 年战胜灾害的10 1978

重要因素。

．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的时间、影响程度不同3

— 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1959 1961

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而 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1978

集中在一年， 年和 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1977 1979

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些“左”的政策到 年才全面纠1958 1962

正。而 年开始的“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的1978

变化， 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1978

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两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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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参见表 ：2

表 — 、 两个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比较2 1957 1962 1978

由表 可见， 年与 、 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 倍和 ． 倍，化2 1978 1957 1962 96 14 5

肥施用量增加了 ． 倍和 ． 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 ． 倍和 ． 倍，农业生产条件22 7 12 4 179 7 14 7

的改善是巨大的。从 世纪 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20 70

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 年与 年相比，全国1978 1957

农田机耕面积增加 ． 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 ． 倍，占总面积比例由 ． ％上升到 ．14 4 19 7 4 4 55

％。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5

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 年70

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直到进入 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21 80

％以上仍然是 年代以前修建的。70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 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1973

始在南方推

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 — 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 ． 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976 1987 10 66

． 公斤，共增产 ． 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 世纪 年代起北108 3 115 45 20 70

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 年比1977 1965

年面积增长 ． ％。 — 年累计增产稻谷 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 ％72 5 1965 1977 4085 30

。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年与 年相比，由每亩 公斤提高到[17] 1978 1957 98

公斤，增产 ． ％。169 72 4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一一

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三、以粮食为指数分析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影响比重

我们仍然把农村粮食存量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灾害经济学家考察的方法。

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 —1959

年这三年农村粮食存量减少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1961

高征购而减少。前两项使农村粮食产量减少，第三项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

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的情况。 — 年全国粮食因旱灾共减产粮食 ． 亿公1959 1961 611 5

斤， 年减产粮食 亿公斤中旱灾损失约为 亿公斤。按照 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1959 378 260 1959

比例的 ． ％计算（ 年旱情超过 年），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68 8 1960 1959

数量至少为 ． 亿公斤。888 8

以“大跃进”之前的 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正常标准（ 年数字不实）， —1957 1958 1959 1961

年共减产粮食 ． 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1241 5

量）。其中，除去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 ． 亿公斤，其余的 ． 亿公斤可以视为888 8 352 7

决策错误减产。

我们再来考察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的主要因素一一高征购（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

所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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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 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3250

计划为 ． 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为 ． ％，比上一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579 5 17 8

实 年产量只有 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 ． ％。1958 2000 20 9

— 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均净征购率反而高达 ． ％，大1959 1961 22 3

大超过 年。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按照 年每 ． 亿公斤粮食占一1957 1957 111 4

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 — 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 ． ％、 ． ％、 ．1959 1961 15 3 12 88 13 2

％，三年共计多征购 ． 亿公斤，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 ． 亿公斤。其中，因灾减402 7 1644 2

产 ． 亿公斤占 ％，决策减产 。 亿公斤占 ． ％，多征购 ． 亿公斤占 ．888 8 54 352 7 21 5 402 7 24 5

％。后两项都属于决策错误。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

者之比约为 ： 。54 46

三年中农村减少粮食 ． 亿公斤，几乎相当于 年全年粮食总产量，数额是惊人1644 2 1959

的。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

因。因为， — 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 ．1959 1961 546 6

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 ． ％，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34 4

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

还有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值得考虑：

一是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 、 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 年之间有一个1959 1960 1961

时间差。 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 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 ． ％；而这一1959 378 42 5

年 “浮夸风”仍在盛行，“反右倾”后继续“大跃进”， 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 年10 1959

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 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 年反而成为建国以6500 1959

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 ％，比 年多征购 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总量的 ．28 1957 180 44 7

％。 年，净征购率仍高达 ． ％。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仅滞后半年（征购年1960 21 5

度为每乍 月至次年 月底）， 年底至 年底就到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4 3 1959 1960

重的河南信阳事件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 年的 ． 公1957 204 5

斤急剧下降到 年的 公斤、 年的 ． 公斤，人均口粮每天不足一斤，重灾区只1960 156 1961 153 5

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年 月 日，中1960 u 3

央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

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 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12

估计仍偏低，认为“ 、 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 亿斤左右。”从 年开始，国1958 1959 200 1961

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 、 、 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 ． 、 ． 、 ．1959 1960 1961 -589 8 -169 5 409 4

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 ． 、 ． 、 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 ． ％。但0 2 6 6 581 17 5

是，当时已经错过了救灾时机，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 年 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1959 8

左”发展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的决策。

二是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即 年起持续至 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1958 1961

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从理论上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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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粮食存量，但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

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的需要，还导致次年继

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甚至影响到生存。以 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 公斤计算，平均每1960 156

天消费 ． 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 ． 公斤计算，则要出现 天的无粮0 425 0 5 53

期。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的频率，

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 — 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上述的比1959 1961

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

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

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

的。况且，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农业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如果加上大炼钢铁等

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更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

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出现两者中任何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

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没有“三年自然灾害”，

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也不应是集中爆炸性的。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

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

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试想一下，如果“文化大革命”导致 年、 年出现“全面内1967 1968

战”的极为混乱时期，出现了像 — 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1959 1961

进”时期更不堪设想。所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除 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1972

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注意“备战备

荒为人民”并采取了“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

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

的作用，而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自然界灾害

作用，也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 世纪 年代的大规模农田20 70

水利基本建设和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80

加强。因此，虽然 — 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 年代，呈不断加剧趋势，却再70 80 50

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

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

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

失。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

训值得永远记取。

（完）


